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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环渤海经济区”并不是一个边界固定的经济区域，其形状、范围和经济关联度，都

随着沿海港口城市经济辐射力的强弱而不断地发生变化。作为一个历史经济地理概念，它很

早就客观存在；1860 年代环渤海口岸开埠通商以后，又有更加显著的发展，从而促成了北方

经济在近代的崛起，并为今天的开发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时下主要按现行政区而“规划”出

来的 3 省 2市“经济圈”，无法客观反映环渤海经济区的历史发展实际和内在规律。要全面

地把握这一课题，必须将视野放大到近代甚至更早。笔者用历史经济地理学的视角和方法所

做的相关探讨，能够为该区域今天的开发和建设，提供较为符合实际的借鉴。 

[关键词] 环渤海经济区;北方崛起;近代 

 

根据时下流行的说法，包括 3省 2市或 5省 2市的“环渤海经济圈”，最早酝

酿于改革开放后的 1980 年代，而成型于 199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出台，并认为这是当前中国和环渤海

地区经济加快发展的迫切需要和难得机遇。①在论证其合理性与必要性的过程中，

涌现出了许多相关著述。除上面涉及的冯之浚、陈钺主编的《环渤海地区经济发

展战略研究》外，尚有马野主编的《环渤海经济研究》；②王洛林和李京文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环渤海经济圈大型系列丛书”，包括 1个综合卷和

涵盖北京、天津(1996 年)、沈阳、大连、青岛、辽宁、河北、山东的 8个地方卷，

共 9本，内容包括 3省 2市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战略与对策等等。进入 21 世

纪以后，张利民、周俊旗、许檀、汪寿松 4位学者合著的《近代环渤海经济与社

会研究》，③又综合考察了历代这一地区的经济与社会概况。 

已有的这些研究，虽然成果颇丰，价值亦大，但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缺陷，皆在

于以今天的行政区划为主要依据，先将环渤海地区主观地限定在 3省 2市的范围

内，然后再进行条块分割性的近、现代“考察”，人为扭曲了环渤海经济区在时

间和空间上的客观发展过程，割裂了其固有的内在统一性，自然难以得出符合历

史和现实实际的结论来。 

笔者认为，“环渤海经济区”是一个历史经济地理概念，它是随着沿海港口城

市经济辐射力的强弱，而不断改变着区域的空间形状、范围和经济关联度；依 3

省 2市或 5省 2市等现有政区为界限主观划分的“经济圈”，不能准确反映该区

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实际。本文以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独特视角和方法，认真

梳理和解读相关史料，力图系统地复原出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现代化的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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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得出较为符合其发展实际的结论，以便为该区域今天的开发和建设，提供

一孔之见。 

 

一、清中期以前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和港口概况 

 

    就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进程而言，华北平原的农业经济开发较早，自春秋

战国以至唐宋之交，发展水平一直居于全国的前列。12 到 14 世纪期间，由于这一

地区历经战乱和游牧民族的统治，先进的农耕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在全国的经

济地位迅速下降。明政府推行移民垦殖政策以后，华北平原的农耕经济开始复苏

并有一定的发展。清朝建立以后，华北平原得到进一步开发，棉花、烟草、花生、

水果、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进一步扩大，酿酒、榨油、烟草和果品加工、编织、

制陶等农村副业，也都有一定的发展，从而提高了该地区的商品化水平。清朝建

立以后，东北南部地区的农业经济，也随着内地农民源源不断的进入和垦殖，而

得以逐步地发展起来。雍正年间，奉天的粮食达到自给并向关内输出。清代中叶，

东北商品粮的供应地，已经扩大到吉林和黑龙江地区。 

    北方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为通过沿海港口而进行的区域经济交流，奠定

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清朝前期环渤海的港口，主要有渤海湾西岸的天津港，山东

半岛沿岸的胶州塔埠头港、莱阳县的羊郡港和金家口、福山县的烟台港，辽东半

岛沿岸的锦州、牛庄和营口港等。 

    清代中期，天津港的贸易范围，已经由南北大运河沿线地区，逐步扩展到华

北、江浙和闽粤的沿海地区；运载的商品类别，也大大超出了内河漕运所限定的

范畴。天津港在广大地域内商品流通中的桥梁作用得到加强。“到清代中叶，天

津已成为华北最大的商业中心和港口城市了”。④ 

    塔埠头是胶州湾内最大的港口，乾隆年间，这里“估客云集，千樯林立”，

“夷货海估山委云积”，有行户 20 余家，设有驴骡行、油饼行、腌猪行、干粉行、

福广行、杉木行、草果行、棉花行等八大行，贸易相当繁盛。⑤羊郡港是清前期

莱阳海湾最繁荣的港口，“帆船云集，商贾往来苏、浙、朝鲜、津沽，称便利焉”，

“凡平(度)、掖(莱州)、栖(霞)、招(远)之土产，江、浙、闽、广之舶品，胥以

此为集散所”。道光年间，羊郡海口逐渐淤塞后，金家口迅速崛起。当地的大豆、

豆饼、豆油、生猪、海盐、茧绸、沙参等药材，棉花、纸张、竹木、蔗糖等南方

货物，山西的铁锅，周村的铜器，博山的煤炭与瓷器等等，均在金家口装船。⑥

烟台本来是福山县的一个小港，由于水文条件良好，渔舟商船都愿意在此停泊，

港口遂得到较快的发展。道光末年，这里的商号已经增加到千余家，商人的地域

来源，有广帮、潮帮、建帮、宁波帮、关里帮、锦帮等，商业亦相当兴旺。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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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州是清代前期辽东湾内的重要港口之一，它有两大出海口，马蹄沟海口和

天桥厂海口。前者“进口船只来自天津、山东两处，曰卫船、曰登邮。入口货为

天津、山东两处之麦，出口货以杂粮为大宗。清乾嘉问称极盛，每岁进口船只约

千余艘。自同治初天桥厂海口准运杂粮，此口船只为之大减”；天桥厂海口“进

口船只来自福建、广东、宁波、安徽、上海、直隶、山东等处。闽粤曰雕船、曰

鸟船、曰红头，江浙曰杉船，山东曰登邮。凡滇、黔、闽、粤、江、浙各省物产

药类暨外洋货品，悉由此口输入。其出口货先惟油粮，以大豆为大宗。……在道

咸间称极盛，每岁进口商船约千余艘”。⑧牛庄是辽东半岛最古老的海运码头之

一。早在明朝初年，这里就是政府重要的军饷海运集散码头，清康雍乾年间，是

其海上贸易最为繁盛的时期。当时，“牛庄城北有巨川焉，聚艨艟，通商旅。西

连津沽，南接齐鲁，吴越闽粤各省，悉扬帆可至”。⑨清中叶以后，随着上中游

的大规模开发，辽河河道的淤塞日益严重，致使大型海船无法直航牛庄码头，结

果辽河的海运码头，被迫转移到处于更下游的营口，牛庄仅成为辽河的内河航运

码头而已。营口(没沟营)是随着辽河的淤塞和海运码头的下移而后来居上的。“营

口在辽河左岸，距牛庄九十里。海禁未开时，南商浮海由三岔河至萧姬庙登陆，

入牛庄市场。嗣后河流淤浅不能深入，因就此为市。咸丰八年与英人订约通商仍

沿牛庄旧称，实则以营口为市场”。⑩到道光末年，营口在东北沿海贸易中的地

位，已经超过锦州而居于首位。⑾ 

综上所述，清代前期的环渤海港口，在该区域以及南北沿海之间的国内物资交

流中，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但是，由于这些港口的腹地经济主要是传统的农业

经济，其港口运输的规模还比较有限。从港口技术上看，清朝前期的环渤海港口，

主要集中在天然水运条件较为优越的沿海小港湾或者较大人海河流的岸边，人为

筑建的工程不多。面对自然力量的冲击，如泥沙的沉积和港口的淤浅，人们几乎

无能为力，唯一的办法，就是消极退让，转移港口；从航运技术上看，无论是吞

吐量较大的海船，还是吃水较浅的河船，都属于木帆船，航行的动力是人力和风

力，抵御自然的能力差，航运的速度较慢，运输量也较小。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程

度、港口设施和航运技术等方面的限制，降低了港口对内陆腹地的有效辐射力度，

使该时期的环渤海经济区，被迫柬狭在主要人海河流和简短陆路交通线两侧不规

则的窄小范围内。 

 

二、“北洋三口时代”环渤海经济区的日渐扩大 

 

清代前期的北方港口和沿海贸易，虽然有一定的发展，但由于靠近首都北京和

东北的“龙兴之地”，清政府对其向西方开放便一直戒心深存。这是北方比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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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开埠晚的最主要原因。后来，在列强炮舰政策的反复胁迫下，清政府才不得

不陆续开放北方各港。1858 年，中英《天津条约》规定，辟北方的牛庄(实为营口)、

登州(实为烟台)为通商口岸；1860 年，中英《天津条约续增条约》也称《北京条

约》，又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此后，虽然又有一些北方口岸陆续开放，⑿但因

天津、营口、烟台 3港开埠最早，且直至清末的影响也最大，故笔者将其称之为

北方经济史上的“北洋三口时代”。“三口”的对外开放，将港口与腹地经济同

日渐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对接起来，增强了港口的经济辐射强度，拓展了环渤海经

济区的空间范围和经济外向化程度。 

1．港口设施的改善与天津腹地的扩大 

    1855 年黄河铜瓦厢大改道，使天津经由运河而通达江南的内河航道，只能通

到山东临清；通往海河各支流的水运交通虽然还相当通畅，但随着天津对国内外

市场的开放，原有的三岔口内河港区便难以适应新的需要。于是，英、法、美、

俄、德、奥、日、比等国，便在紫竹林租界附近的海河沿岸，陆续修建新的码头

区；同时，中外航运企业又在海河人海口，建立便于大型轮船直接装卸货物的塘

沽码头，结果使天津港拥有了三岔口、紫竹林、塘沽 3个水深条件不同的码头区。

为缓解泥沙沉积和冬季结冰等不利因素对海河航运的干扰，天津各界又在海河工

程局的协调下，进行海河水量的保持、河道的裁弯取直、淤沙的开挖和冬季航道

的破冰等工作，从而保证了航运的畅通。 

航运技术方面，随着国内外轮船公司的陆续到来，天津航运发生了由帆船到轮

船的变革。据统计，在 1860 年代，天津港的帆船吨位占 50％；到 1880 年，帆船

不到总数的 1／3，占总吨位的 1／6；到 1890 年，只有 52 艘帆船入港，而轮船却

有 533 艘；1905 年以后，除偶尔有 1只不定期的帆船到大沽口外，就再也没有帆

船来到天津。⒀港口与航运条件的改善，加强了天津与腹地间的进出口联系，逐

步扩大了天津对内陆的经济辐射范围。这一辐射，主要是借助于海河各支流的内

河航运和陆路运输来实现。 

当时腹地最主要的出口产品是皮张和绒毛。尽管我国北方皮张尤其是细皮张的

贸易由来已久，但此前主要是用来加工皮衣；绒毛主要用于手工制毡或取暖物品

的填充物，用量都不大。1860 年天津开埠以后，由于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扩大，原

来用量极小的皮张和绒毛，开始通过天津港而较多地运销到沿海和国外市场。当

时，来自蒙古、甘肃和山西北部的，先集中到张家口，再由通州经北运河船运天

津；山西南部及直隶西部的先汇集到获鹿和正定，然后再经子牙河船运到天津；

河南的经道口镇经卫河入南运河船运至天津；山东的先集中到德州，然后再经南

运河船运天津。三路当中，以张家口一路最为繁盛。⒁同时，天津所进口的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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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杂货，也通过去新疆“赶大营”的天津商人、到蒙古草原经商的山西商人和顺

德商人等，销售到蒙古草原西部及宁、甘、青、新等地。 

    到 20 世纪初，天津的羊毛来源地和洋货销售地，已大致包括甘肃省的宁夏府

(治今宁夏银川市)、兰州府、西宁府、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市)、凉州(治今甘肃武

威市)；山西省的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包头、西嘴子、孟县、太原府、

平定州、潞安府(治今山西长治市)、泽州府(治今山西晋城市)；张家口外的喇嘛

庙(今内蒙古多伦市)、热河(今河北承德市)、哈达一带；直隶的昌德(有误，笔者

疑为承德)、顺德、冀州(治今河北冀县)、宣化四府；河南省的怀庆(治今河南沁

阳市)、河南(治今河南洛阳市)、卫辉三府；以及山东省的临清州、济南府、青州

府等地。⒂ 

    不过，该时期天津与内陆腹地间的交通，主要还是车拉、船载、肩挑、畜驮

的传统运输方式。骆驼队“由古城(今新疆奇台)至归化，平常 70 日可达，运货则

至少非半年不可”，而且，骆驼一年当中只有秋冬两季才能运货，其他时间必须

休养。⒃水路方面，从包头运货到宁夏府，仅有 1058 华里的水程，可上行的木船

却需要 1—2个月，还不考虑黄河每年长达 5个月的封冻期。⒄而且，货物从甘、

青、宁、新运到归化或包头等地后，还需要另外再消耗大量的时日，才能通过依

然落后的运输手段，将货物转运到天津。反之，由天津运载商品去西北销售，同

样要耗费一样长短的时间。可见，内地落后的交通运输方式，已成为严重制约天

津与腹地间经济关联度的瓶颈。 

    2．营口与辽河流域的经济联系 

    营口是东北南部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它的开埠，是该区经济走向国际市场

的开端。它与腹地间的交通，是通过夏季的辽河水运和冬季的马车陆路两条渠道

来实现的。 

    营口地处辽河入海口，面海背河，水上交通便利。辽河干流适宜通航的河段，

上起郑家屯，下至海口，约 750 余公里。其主要支流如太子河、浑河、蒲河、柴

河、辉发河、柳河等，也有不少的通航里程。到 1904 年，辽河沿岸的可以靠泊装

卸货物的航运码头达 70 余个。辽河上的主要船只，一是运输能力为 20—30 石的

牛船，二是运输能力为 50—80 石的槽船。1877 年，整个辽河上的帆船近 1万只，

从该流域运出来的货物，仅粮食就达 300 万石以上；1904 年，辽河河面上的各种

船只，达到了 2万只以上。与此同时，承运沿海和国际海上运输的轮船公司，也

把运输业务延伸到了营口港和辽河的河段。1861 年，进入营口港的外轮为 33 艘，

计吨位 11346 吨；1864 年增加到 302 艘，吨位 88281 吨；1875 年为 351 艘，吨位

130675 吨。⒅不过，由于冬季严寒，辽河的通航日期只有 230 天左右。在辽河封

冻期内，主要靠马车，将来自东北腹地的货物运输到营口。20 世纪初，“东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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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各地产物，每年冬季来往营口，所用大车在 2000 辆左右，这些大车由 4至 7头

牲口拉着，每辆车载约 2吨”。⒆20 世纪初，营口的腹地范围，主要局限在辽河

水运网所能辐射到的地区。至于同东北其它地区的经济交往，虽然可以通过车马

陆运来进行，但由于陆运成本的相对高昂，双方间的联系也相对松散。 

    3．烟台的腹地范围 

    烟台港与其腹地的货物交流，也经由水路和陆路两个渠道来展开。水路交通

方面，由于烟台不像天津、营口那样，有直接连接内陆的入海河流经过，所以它

所销往内地的货物，只有先用帆船西运，然后经大清河(即 1855 年后的黄河主泓

道)，在利津县改由内河船只溯流而上，直接或间接地运往济南府、东昌府(治今

聊城市)、兖州府、曹州府(治今菏泽市)、东平州、大名府(治今河北大名县)。⒇

除大清河水路外，还有小清河水路。具体路线是将烟台的洋货先西运到羊角沟，

在那里改装成小平船，然后再溯小清河上行 200 里到索镇后，一部分货物改由陆

运至周村，其余部分仍由水路运抵济南。[21]担任烟台港货物水运任务的，开始

为帆船，后来部分轮船也参与其间。由于当时水运成本要比陆运低得多：同样运

输 200 担货物，水运仅用 1只帆船，陆路车运则需 40 头驴子拉的 8辆大车或者 100

匹驮兽。[22]因此，除贵重物品外，烟台港销往内地或者内地运往烟台的货物，

主要借助于水运来完成。烟台港与腹地间的陆路通道，主要是走烟潍大道。它从

烟台沿海滨西行，经黄县(龙口)、莱州、潍县、青州、周村而达济南。1879 年前

后，平均每天在这条大路上运送货物的牲口有 2000 匹，转运的商品达 200 吨以上。

[23]传统的水、陆运输方式，使烟台的腹地范围，限制在山东省西部沿黄河一线，

以及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地带的狭窄区域之内。 

总之，北洋三口开埠后，港口城市与内陆腹地间经济联系空前加强，大大扩展

了环渤海经济区的空间范围。但落后的内陆交通，却限制了其经济的关联度和外

向化水平。 

 

三、“三中心时代”环渤海经济关联度的进一步增强 

 

    1．经济环境的改善与“环渤海三中心时代” 

    进入 20 世纪以后，北方迎来了一系列较为有利的经济发展环境。首先，戊戌

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之后，清廷开始推行“新政”，地方政府纷纷效法。其中，袁

世凯在直隶和山东实行的奖励实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为环渤海港口城市及其腹

地近代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同时，以京津等地为中心，迅速构

筑起系统而密集的现代化铁路运输网络。[24]它使天津、营口、青岛、大连等港

口，有了直接联接腹地的现代化的交通手段，弥补了港口与腹地间的运输受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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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枯不均以及冬季结冰等自然条件制约，大大增强了港口的经济辐射力度。第三，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和原料的需求急剧增加，从而为各港

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加速了北方经济外向化的步伐。 

    以天津为例，欧战爆发后，西方各国忙于战争，进口到天津来的洋货比战前

迅速减少，进口总额由 1913 年的 95629651 关平两，猛降到 1915 年的 75192494

关平两；但对天津腹地原料的需求却有所扩大，天津的出口总值由 1913 年的

37828623 关平两猛增到 1915 年的 49859964 关平两。天津港进出口业的变化，极

大地刺激和推动了北方对外贸易的发展，加速了各产业的外向化进程。与此同时，

天津的近代工业和金融业，也有大规模的发展。到 1920 年代，天津已经发展成为

仅次于上海的北方最大的工业和金融中心。[25]渤海湾西岸的另一港口秦皇岛港，

虽然港阔水深，也只不过是天津港结冰以后的冬季转运港。1898 年，它虽然宣布

自开商埠，但依然归津海关节制，其进出口贸易始终与天津不能同日而语。因此，

在渤海湾西岸，天津得以始终保持独大的地位。 

    在渤海湾西岸的天津进一步发展之时，辽东、山东半岛的港口形势有很大变

化。作为东北最早开埠口岸的营口港，依靠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便利的辽河水运，

成为 19 世纪后期东北的第一大港。进入 20 世纪以后，营口港又因为有京奉铁路

的联接，而增加了提高经济辐射能力的可能性。但是，作为英国人控制下的营口

港，却由于俄国和日本对东北政治、经济局势的强有力干预，而变得前途黯淡起

来。自 1903 年开始，俄国人为控制东北南部的资源，修筑与辽河平行并通往大连

的南满铁路。1906 年以后，在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又把南满铁路和大连港牢

牢地控制在手中。他们在加大对大连港口设施建设的同时，宣布大连港为自由港，

以增强竞争能力；同时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通过降低运费和对南满铁路的

控制，把原属于营口经济腹地的南满铁路沿线、东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的部分地

区，纳入自己的经济腹地范围。与此同时，日本人还在俄国人经营的基础上，加

强了大连的现代工业建设。到 1930 年代，大连的现代工业，已经由较为单一的农

产品加工业，扩展到化工、机械、建材等多个部门，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现代工

业城市。[26]相比而言，营口则由于辽河冬季结冰、淤浅严重等诸多自然和人为

因素制约，以及缺乏现代工业和金融业的有力支撑，综合经济竞争力下降。1910

年后，营口很快退化成主要经营国内贸易的地区性港口，东北南部的经济重心迅

速地向大连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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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营口的情况相类似，烟台港也随着 1898 年青岛的开埠、特别是 1904 年胶济铁

路的通车，而迅速丧失在山东大部分地区的经济腹地。与此同时，青岛则在加强

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利用胶济铁路迅速地扩展自己的经济腹地，并且还通

过强化农副产品加工和纺织工业的建设，提高自己的综合竞争能力。最迟在进入

民国以后，山东的第一大港埠和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青岛。 

    北方各港地位此消彼长的变动过程，在表 1统计中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1904

—1913 年间，天津港的地位一直得到加强，其进出口贸易额，始终占到 5港贸易

总额的 1／3以上，继续稳居各港之首。而其他 4港情况则有所不同，1909 年以前，

营口和烟台依然位居前 3位，大连和青岛尚在其后；可是到 1913 年，大连和青岛

2港的贸易额，则已经明显地凌驾于牛庄和烟台之上。5港之间相互地位的这一变

化，标志着“北洋三口”时代的终结和“环渤海三中心”体系的逐步确立。 

    不过，由于天津港毕竟是一个以河港为主、冬季还要受封冻制约的港口，所

以，在进出口贸易中，不利的港口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其发展与繁

荣的重要因素。[27] 

    2．环渤海经济区范围的进一步扩大与经济关联度的增强 

    (1)天津及其腹地 

    20 世纪以后，天津腹地的主要出口货物，一是皮张和绒毛，二是棉花。随着

货物运输方式的现代化，天津皮毛的腹地范围迅速扩大到华北、东北和西北的广

大地区。原有的皮毛中级市场，如归化、包头、张家口等，贸易量有新的提高；

新的皮毛中级市场如湟源、石家庄、大营等，也纷纷地涌现出来。本来就是农牧

产品交易中心的张家口，在 1909 年京张铁路通车、1914 年自开为商埠以后，商品

贸易更加繁盛。每年约有 370 万斤羊驼毛，29 万张皮革，经此地铁路运往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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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归绥 1914 年时外销驼羊毛 200 万斤，皮张 9万张；[29]1924 年增至 1180 万

斤、皮张达百万张以上。[30]1923 年京包铁路通车后，包头迅速发展成为西北最

大的皮张和绒毛集散地。每年在这里集散的绒毛约 2000—3000 多万斤，占整个西

北地区绒毛产量的 2／3以上。[31]1930 年代，包头绒毛店 25 家，皮庄 29 家。营

业最盛时期，每年经营各种皮张约 11 万张，绒毛 600 多万斤，总值约 260 多万元。

[32]湟源又名丹噶尔，是青海最主要的羊毛集散地之一。商务最盛的时候，这里

每年集散羊毛 400 余万斤。商人们将羊毛收购起来以后，先用嫠牛、骆驼或骡车

转运到西宁，然后用皮筏由湟水入黄河至兰州，再从兰州装皮筏顺黄河而运至包

头，转由火车运达天津。[33]京汉、正太铁路通车后，石家庄迅速发展成为天津

港沟通山西、乃至西北地区的重要门户和皮毛中级市场。每年通过这里而运销天

津等地的皮张和绒毛，约有 900 车皮以上。[34] 

    棉花成为天津港的大宗出口商品，是进入民国以后的事。棉花运往天津的主

要途径大致有 5种：一、用民船直接经运河或海河的支流，水运到天津；二、由

集散地用车马驮载，先运到河岸码头后，再装船经水路运抵天津；三、由集散地

直接装火车，运到天津；四、先用民船或车马送到火车站，再用火车装运到天津；

五、用车马直接运到天津。 

    总起来看，1930 年代，天津的皮毛腹地已经遍及华北、西北和东北的广大地

区。其中，为天津提供羊毛的地区包括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

察哈尔、热河、绥远、东三省，以至新疆、青海、宁夏、外蒙古、西藏等省区；

提供山羊绒的地区包括河北、山西、绥远、陕西、察哈尔、热河等省；骆驼毛主

要来自于内外蒙古的驼毛集散地张家口、包头与归化城一带；皮张产区则主要包

括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东三省、热河、察哈尔、绥远、新疆、甘肃

等省。[35]天津的棉花腹地也包括河北全省、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山西中南

部、陕西中部甚至新疆吐鲁番等北方主要产棉区。[36]时人认为天津 1930 年代的

综合腹地范围是，“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及热河、辽宁等省都成为他的直

接市场圈，同时山东、河南、陕西、宁夏、甘肃、吉林、黑龙江诸省的一部分划

归他的势力范围以内”。[37] 

    (2)大连及其腹地 

    日本控制大连港以后，主要利用快速、高效的南满铁路沟通港口与其腹地之

间的货流。1919 年前满铁采取“大连中心主义”的不等价铁路运费政策，1919 年

后又创立主要出口物资大豆的“混合保管”运输管理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大连港

的集吸功能和货物流通效率。1907—1931 年间，大连港的直接腹地基本在南满铁

路干线两侧的(大连—沈阳—长春)周围地域，占到大连港口进出货物总值的 70％

以上。同时，随着吉长、四洮、洮昂、吉敦等满铁运输支线的修建，大连港的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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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逐渐向东北北部和内蒙古东部延伸，1922 年经大连港进出货物的外延腹地边界

圈最远扩展到内蒙古的索伦和黑龙江省的讷河、嫩江、龙镇、铁力、巴彦、阿城

等地，大连港外延腹地货物比例最高接近 30％。[38] 

    (3)青岛及其腹地 

1904 年胶济铁路的通车，把山东最大的城市济南和自然条件最优良的港口青

岛，以现代化的交通手段，直接地联接到一起；1912 年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的对

接，又使青岛的铁路覆盖区域，从鲁东延伸到鲁西、鲁中南、甚至省外的广大地

区。到 1930 年代，原来烟台港所曾辐射到的武定府(治今惠民县)、济南府、泰安

府、兖州府、曹州府地区，都变成青岛港的直接腹地。而东昌府、临清州、德州，

甚至冀南、豫东的部分地区，也成为青岛的经济腹地范围。[39] 

 

四、环渤海经济区现代化步伐的加快与北方崛起 

 

    随着港口城市辐射力的不断加强，环渤海经济区的现代化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主

要体现在以下 5 个方面： 

    1．农业的商品化与外向化 

    进入 20 世纪、特别是民国时期以后，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增加，北方农产品在商品进

出口总值当中所占的比重日渐上升，农产品的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了。受市场需求的拉动，

农民纷纷调整原有的种植结构，广泛栽种商品化很高的经济作物。比较突出的经济作物，有

黄河流域的棉花和东北平原的大豆等等。 

    棉花种植的普及，带来市场供应总量的提高。如前所述，天津棉花主要来源于河北、山

东、山西、陕西、河南等地。除一部分用于天津当地的生产生活所需之外，大部分经由天津

港出口到沿海和国际市场。1912—1933 年间，天津港输往国际市场上的棉花，在半数以上的

年份里都占到全国棉花出口总额的 50％以上，1932 年则达到 93.2％。[40] 

与此同时，大豆作为东北平原最主要的经济作物，其商品化程度也越来越高。1908—1930

年期间，东北大豆及豆类出口占大连港出口总值的百分比，均在 60—70％之间。[41]而 1926

年以后，大连的进出口贸易总值已经明显超过天津，逐步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对外

贸易港。[42]大连豆货贸易的增长，是东北农产品商品化与外向化的重要体现。 

2．畜牧业对外贸易的繁荣 

    环渤海港口城市的强力拉动下，北方腹地畜牧业的外向化程度进一步提高。以羊毛等畜

产品的出口为例，蒙古高原和西北地区一向盛产羊毛，但在天津开埠前，其用途仅限于制造

当地人用的毡毯和帐篷等等，用量很小，绝大部分都因得不到利用而白白废弃。天津开埠后、

特别是 20 世纪以后，羊毛变成广大牧区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1934—1937 年间，天津在全

国绵羊毛、山羊绒的出口总量中，一直占到 75—98％的超高比重。[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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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其它畜产品如各类皮张、羊肠、骨头等的出口量也在逐年加大。羊肠等本来

是没有什么用途的，但 20 世纪以后，却由于出口的需要而大量地“由新、甘两省发至绥远，

再由平绥路运平转津；陕、晋各省则由陇海、正太两路转运至平津”，出口欧美等国。[44] 

    海关统计显示，天津港的畜产品 1928 年时曾占到了出口总值的 51％，其它年份所占的份

额也都在三分之一以上，[45]成为天津港出口业的一大支柱。 

    3．城乡近代工业的发展 

    环渤海各港的开埠，也带来西方先进的工业生产方式，一些近代工厂逐步出现在通商口

岸的城市当中。在环渤海各港口城市中，以天津、大连、青岛的近代工业最为发达。据 1928

年天津社会局的调查，在天津的中国城区(不包括租界区)，共有中国人开办的工厂 2186 家，

资本总额约 3300 余万元，其中制盐、碱、棉纱、面粉、火柴等 17 家大型工厂资本额合计为

2900 余万元，占资本总额的 93.3％。另外，各国租界内还有中外工厂 3000 多家，从而形成

了“以轻工业和出口加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基本上改变了传统天津仅仅是商业和手工业繁

荣的商品集散转运中心的面貌，改变了传统城市以政治职能为主、经济职能为辅的格局，使

天津成为以工业为基础，金融业和商业发达的具有先进交通通讯的近代开放型城市”，成为

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城市。[46] 

    天津工业的繁荣，成为带动整个腹地近代工业发展的巨大拉动力。在天津的带动下，腹

地其他城市如唐山、太原、包头、兰州等的近代工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从而成为腹地

近代经济走向工业化的重要支撑和辐射点。城市工业的发展，又带动腹地农村原有的手工业，

由自给性的家庭手工业，逐步向为市场而生产的近代农村工业过渡。 

    除大家耳熟能详的高阳、宝坻地区之外，在河北省的其他地区，棉织工业也相当的繁荣。

“河北省 129 县中，凡 89 县有棉织工业。以民十八年论，89 县的布匹总产额约为 25690923

匹，总值约为 81360597 元，占全省各种重要乡村工业总值 108504923 元 74％”。[47]另外，

在天津港腹地，像河北省这样，在进口洋纱洋布的冲击下，而发展起来的乡村织布工业，不

乏其例。山西省的平遥县，以前并不产布。1916 年左右，祁县的益晋公司将提花织布技术传

授到该地之后，织布业遂得以兴起。进入 1920 年代后，形成了一个包含平遥，毗连介休、汾

阳的织布区。所用原料，来自榆次晋华纱厂、石家庄以及天津的各个纱厂，“布匹之销路，

除山西本地外，多由碛口镇渡河运往陕西之榆林、米脂、绥德州，甘肃之安边、定边、宁夏、

西宁等处。本地有布庄数十家，专营贩卖业”。[48] 

    同时，大连、青岛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也极大地带动了东北南满铁路沿线的沈阳、长春、

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以及山东胶济铁路与津浦铁路沿线济南、潍县、周村、德州、枣庄等

地煤炭、地毯、面粉、火柴和农副产品加工等企业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方经

济长期以农、牧业为主要产业的局面，提高了北方经济现代化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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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现代交通业的起步 

    如前所述，环渤海港口开埠以前，北方地区的货物运输手段，以人力和畜力为动力的短

途陆路运输为主，以人力和风力为动力的内河和沿海水运为辅；信息传播方面，也主要通过

传统的邮驿系统来维持。开埠、特别是 20 世纪以后，火车、轮船和汽车运输的出现和发展，

为港口城市与广大腹地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快捷的现代化长途运输工具；而近代

邮政和电信网络的建立，也为商品的流通和信息的传递，提供了更为便捷的交通手段。交通

业的现代化，为环渤海经济区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各地之间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提供

了强有力的物质与技术支持。 

5．城市化步伐的加快 

(1)沿海港口型城市 

北方地区的城市化，首先是沿海港口城市的城市化。天津开埠以后，受港口区位转移以及西

方城市建设模式的影响，天津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从城市建成区的面积来看，1840 年前

后，天津的城市建成区面积约为 9．4 平方公里，到 1934 年，城市建成区已经达到 54．8 平

方公里，扩大 5 倍。就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另一重要指标城市人口而言，1840 年，天津城

市人口不足 200000 人；1906 年，天津城区人口达到 424556 人；到 1936 年，城区人口猛增到

1254696 人，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在全国居第 3位。[49]此外，营口、大连、安东、秦皇岛、

烟台、威海、青岛等的城市化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 

    (2)交通型城市 

    交通型城市主要随着 20 世纪以后，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铁路网的建设而兴起。比较有代

表性的如石家庄、郑县、包头等等。1900 年前后，石家庄只不过是获鹿县一个 800 余人的小

村子。1904 年京汉铁路通车、特别是 1907 年正太铁路在此与京汉铁路交汇后，它迅速发展成

为沟通河北与山西等地的现代交通枢纽。大量的土、洋货物在这里进出，商业日趋繁荣。与

此同时，大兴纺织公司、振华洋火公司、荣裕玻璃厂、英美烟草公司，以及现代银行支行、

传统钱庄分号等工商企业，都在此发展壮大。1926 年，城市人口已经达到 4 万余人，1933 年

达 6．3 万余人。[50]郑县本为豫中普通的一个小县，京汉、陇海两条铁路在此地的交汇，奠

定了其现代陆路交通枢纽的地位。1920 年代，河南所产棉花大都在郑县打包后，由陇海铁路

转津浦铁路，再转运上海等地；[51]陕西渭南、泾阳，河北邯郸等地的棉花也都是先集中到

郑县，再由火车转运上海、天津、青岛等地，这些城市的纺织厂，也大多派人到郑县坐地收

购棉花。棉花运输业的繁荣，又促进了打包、纺织、金融、保险、货栈、转运等行业的飞速

发展。[52] 

    (3)工矿型城市 

    工矿型城市是随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如轮船、火车以及工业发展对机械动力原料——煤

的需求的不断增加而发展起来，最为明显的是唐山。它在 1870 年代还是一个村庄，1880 年代

开平煤矿建立后成为集镇。此后，随京奉铁路的通车，越来越多的工矿企业在这里设立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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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起来。如开滦矿务局、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纱厂分厂等等。到 1924 年，唐山俨然是一个现

代化的工矿业城市。它“有交通大学、铁工厂、巡警局、矿务局、中国医院、矿务局养病院、

铁路工厂、学校、新开市场，建筑宏敞，非内地县城所能比”。[53] 

    河南的焦作，也是靠着近代工矿业的发展，才快速兴起的。此前，这里的手工采煤业虽

然开始较早，但规模不大。为了开采这里的煤炭资源，1907 年，由英国的中福公司出资修建

了道清铁路，将岔道直接修到了矿厂，使其所产之煤“由道清路转运平汉、陇海路各站销售”；

与此同时，焦作煤矿开始使用机器采煤，进一步提高了该矿的近代化水平，增加了煤的产量

和销量。[54]1940 年，在各大煤矿的产量统计中，焦作中福公司的年均产煤量为 1052448 吨，

居全国第三位。[55]另外，河北的临城、山西的大同等，都是近代兴盛起来的工矿业城市。 

    (4)原有政治、经济中心的新发展 

    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也使原有政治、经济中心的城市化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更

大的提高。如张家口，它在清中期以后就发展成为塞北的一个贸易中心。在 1909 年京张铁路

通车、1914 年自开为商埠以后，商品交流更加繁荣。以天津为桥头堡的“英、法、美、日、

意、德等国的商人，在张家口都很活跃。尤其是民国七、八年徐树铮经营外蒙的时候，有大

小商号七千余家，银行上堡 6 家，下堡 32 家，外管(专做内外蒙古生意的店号)1600 余家，茶

庄、毛庄亦各二、三十家，每年进出口贸易额达 30000 万元”。[56] 

此外，北京、呼和浩特、兰州、西宁、迪化、西安、济南、沈阳等“老”城市的城市化

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也都有明显提高。 

 

五、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和北方崛起的意义 

 

     “环渤海经济区”作为一个历史经济地理概念，尽管很早就客观存在，但是它的扩大和

发展，却主要是 1860 年“北洋三口”开埠以后，沿海港口城市经济辐射力不断增强的结果。

在港口城市和国内外市场的拉动下，环渤海经济区的空间范围，由主要人海河流和简短陆路

交通线两侧，逐步扩展到涵盖华北、东北、西北大部分地区在内的辽阔区域；其产业类型和

发展水平，也由此前传统的农业、手工业、运输业，拓展为市场化、外向化、现代化程度较

高的农业、畜牧业、工业、交通业，从根本上带动和提高了北方广大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促成北方经济在近代的崛起。 

    北方作为中国文明的主要发源地，最先获得了大面积的开发，唐中叶以前一直是我国经

济的重心所在。此后，由于北方战乱的频繁破坏和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开发，我国的经济重心

南移到了江南地区，北方经济的比较优势迅速降低。这种状况，直到 1860 年沿海港口开埠以

后，随着环渤海经济区的不断扩大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才逐步得到改变。资料显示，1920

年代以后，北方广大地区农、牧、工、商业的现代化水平，已经有很大提高，多项经济发展

指标，已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比如，天津的皮毛、棉花、草帽辫，大连的大豆，青岛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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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等重要农畜产品的出口量，均占全国首位。再如作为经济现代化水平重要体现的工业，1933

年，除东北外，天津、北京、青岛、西安等北方 4 大城市的工业，在全国工业发展中已经占

有较高地位；虽然和上海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但和其他主要工业城市相比，天津在工厂数、

工人数、资本数和生产净值等各项工业发展指标上都最高，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近代

工业城市。[57] 

从现代物流的实际情况来看，海运依然是世界市场上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运输渠道，

因此，无论是发展对外贸易也好，发展现代工业也好，世界各国无不把目光盯在海上运输比

较便利的沿海港口城市，发展临海产业带和临港产业。[58]从上述对环渤海经济区发展历程

的梳理，我们同样可以看出，北方近代经济的崛起主要在于环渤海港口城市和国内外市场的

拉动。今天，要大力开发环渤海经济区，带动北方乃至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借鉴历史

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沿海港口城市的辐射作用，切实做到以天津为中心。[59] 

注释： 

    ①冯之浚、陈钺主编《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研究》，“环渤海发展战略三人谈”、“前言”，河北

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②马野主编《环渤海经济研究》，中国计划出版社 1990 年版。 

    ③张利民等合著《近代环渤海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 

    ④许檀：《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天津城市的崛起》，《城市史研究》，第 13—14 辑。 

    ⑤《郭嵩焘日记》，第 1卷，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67 页。 

    ⑥民国《莱阳县志》，卷 2，交通，商业。 

⑦王陵基等修纂《福山县志稿》，商埠志第 5，《缘起》。 

⑧王文藻修，陆善格纂《锦县志略》，卷 13，交通，商港，民国十年铅印本。 

⑨民国《海城县志》，卷 6，艺文志。 

⑩宣统《海城县志》，《商埠》。 

    ⑾许檀：《沿海港口城镇》，张利民等合著《近代环渤海经济与社会研究》，第 77 页。 

    ⑿如 1897 年，胶州(即青岛)在德国的军事占领下开埠。1898 年，总理衙门奏准秦皇岛为自开商埠(1914

年前分属天津海关统辖)。1898 年，俄国人租占并开始大规模修筑大连商港。1903 年，根据中美《续订通商

条约》，安东港开为商埠。 

    ⒀雷穆森著，许逸凡、赵地译《天津——插图本史纲》，第 22 章，“商业、经济与航运”，第 17 条“天

津港的航运”。 

    ⒁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侯振彤译《天津志》，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 1986 年版，第 292—293

页。 

    ⒂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天津志》，中译本，第 291—292 页。 

    ⒃林竞：《西北丛编》，上海神州国光社 1931 版，第 405—406 页。 

    ⒄马廷诰：《包头交通运输业梗概》，《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 5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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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⒅曲晓范：《近代营口航运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与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早期现代化》，复旦大学历史地理

研究中心主编《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齐鲁书社 2005 年版，第 337 页。 

    ⒆《美国领事报告》，牛庄口，1904 年，第 788 页，转引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上海人民

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597 页。 

⒇烟台港务局档案馆译：《芝罘海关 1865 年贸易报告》。 

[21]烟台港务局档案馆藏：《光绪二十五年胶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 

    [22]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 1 卷，第 254 页。 

[23]烟台港务局档案馆译：《芝罘海关 1879 年贸易报告》。 

[24]1904 年，青岛至济南的胶济铁路通车；1905 年，北京至汉口的京汉铁路通车；1907 年，北京至奉

天的京奉铁路、正定至太原的正太铁路、道口至清化的道清铁路均全线通车；1909 年，北京至张家口的京张

铁路通车(1920 年，京张铁路又继续向西延展至归绥，1923 年至包头)；1912 年，天津至浦口的津浦铁路通

车。天津不仅成为京奉、津浦两条铁路的交汇点，而且可以通过津浦铁路在济南与胶济铁路相接，通过京奉

铁路在丰台与京汉、京张铁路相接。通过京汉铁路在石家庄与正太铁路相接、在新乡与道清铁路相接。 

    [25]樊如森：《论近代中国北方外向型经济的兴起》，《史学月刊》，2003 年第 6期。 

    [26]沈毅：《略论近代大连城市工业结构》，《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 年第 3期。 

    [27]据烟台港务局：《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 年，“附表 3”)

统计，在 1914—1931 年这 18 年的进出口贸易总值中，大连有 9年超过天津。不过，大连人口还不到天津的

一半，腹地范围更是远不及天津，因而在北方的综合经济地位远逊于天津(张其昀：《中国地理大纲》，第六

章“中国之都市与交通”，商务印书馆 1930 年版)。 

    [28]葛绥成：《中国地理新志》，第 6编，中华书局 1936 年版，第 50 页。 

    [29]《农商公报》，第 1卷第 7册。 

    [30]白眉初：《中华民国省区全志》，第 1编，北京求知学社 1924 年版，第 13 页。 

    [31]李绍钦：《古代北方各民族在包头地区的活动》，《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 4辑，第 25 页。 

    [32]包头文史办整理《包头工商业的九行十六社》，《包头文史资料选编》，第 4辑，第 60—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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